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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评弹艺人的收入调节

王　亮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评弹艺人收入的变化,展现的是由市场调节的拆账制向计划管理的工资制的转

变:传统社会三七分拆的成规演变为新拆账制的适度损益,通过整风运动,凭借评弹队、评弹团等集体组织的作用,

工资制得以推广到整个评弹界,完成收入的固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降低过高收入,保证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原

则的贯彻执行,塑造公平合理社会的一次努力,又体现了新政权对评弹界领导权的掌握,借助评弹队、评弹团等集体

组织的构建,以达到协调各阶层利益,管理整个社会的目的,实现由传统社会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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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转

变速度之快、革新程度之高,为过往阶段所望尘莫

及.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学者多从“国家制度强力推行、社会民众被动接受”
的思维模式来审视该时期的社会特征,其中的代表

者是傅瑾.他认为,解放后,民间艺人参加游行庆祝

活动,以响应政府号召,甚至参与政协会议,成为全

国人大代表,如梅兰芳、周信芳等,从而“摆脱‘贱民’
身份,并且获得极其崇高的政治荣誉”;然而绝大多

数艺人虽有翻身感,但仍属“被解放者”,这源于政治

觉悟“过低”———浓重的名利观,需彻底改造;除了参

加学习班,著名艺人还面临着业界内部一般艺人和

“龙套”人员在收入悬殊方面的攻讦,被迫从经济层

面促进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１]２Ｇ６傅瑾从宏观层面

论述了 ５０ 年代初整改运动在 “改人”方 面 的 成

绩———扭转艺人名利观,解决收入悬殊问题,似乎一

切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面

对整改浪潮,民间艺人亦可作出回应.这就需要自

下而上的微观视野来观察.对此,金杭尧贡献突出,
他以民间剧团为研究对象,讲述了国家干预民间剧

团的变更及民间剧团的回应;在薪资改革上,剧团形

成“评薪”、固定工资、创立公积金等三项制度.[２]１７Ｇ１８

从国家Ｇ社会的互动层面,描述剧团的整改经历,阐
释艺人在收入调节上的自主性.但其研究对象相对

地屏蔽了非剧团艺人,形成的观点难免偏颇.要全

面了解民间艺人的改造,特别是收入问题的改良,就
需要将两位学者的观点相结合,即以整体宏观的视

野,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既把握国家政策对艺

人收入的影响,又认识到收入的调节是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过程.这一特点在戏剧界表现得极为明显.
在众多戏剧艺术中,评弹独具特色.相对于角

色固定的戏剧演员而言,评弹艺人一人多角、跳进跳

出的演出形式更具灵活性,三弦琵琶、旗袍长衫的简

易行囊更具市场性,因而成为改造的重点.再加上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为评弹艺术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增加了艺人收入调节的曲折性、
复杂性.评弹艺人的收入原本不固定,主要有两种:

a)同道馈赠,是对老弱病残的同业实施的救助举

措;b)演出收入,分为包银和拆账.包银涉及书场、
堂会、电台等领域,受惠者是响档.场东愿与其签订



包银合约,以获得丰厚利润.响档也乐此不疲,因获

得包银意味着收入的保障,避免演出风险.对于绝

大多数普通艺人和中小型书场而言,拆账制度普遍

流行.“１９５１年以前,一般书场与艺员的拆账是按

营业总收入三七分拆的,”[３]１６到５０年代,这一比例

发生了变化.那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政策是如

何影响上海评弹艺人收入的?① 他们又做出了怎样

的回应?

一、市场调节:拆账制度的变革

抗战胜利后,评弹在江浙一带继续发展,苏沪两

地,书场林立,书迷成群,加上评弹学艺的本轻利重,
因此艺人收入“比一个公务员强得多”,甚至国立大

学教授也感慨:“一个博古通今的教授,收入倒不如

一班断章取义的说书人”.[４]结果,仅“上海一地,新
设书场就有五六十处之多”,其他电影院、舞厅等也

是“日夜高朋满座”.[４]有闲阶级流连忘返以谋片刻

之欢娱.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７月,市军管会颁布«征
收娱乐税暂行办法»,对不同娱乐行业征收不同税

额,如对舞厅业征收的税额高达５０％,既表明对旧

有娱乐形式的扬弃,又注重对新思想的宣传教化,
“凡有关宣传民主文化生产建设之娱乐节目”,经审

核,可“减征税额一至三成”.[５]后因陈毅市长将舞厅

改为书场的部署,次年夏季,“一部分有冷气设备的

舞厅,纷纷改设书场,卖座极盛”.[６]书场的一哄而上

导致恶性竞争,“从中秋节起,大部分书场,因卖座不

振,纷纷跌价,”收入减少,遂起恐慌,“实因上海新书

场开得太多”.[６]

面对盛衰不定的书场形势,１９５２年初,政府开

始调节市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指出:戏剧包括范

围甚广,有话剧、歌剧、舞剧、戏曲、曲艺等,评弹为曲

艺的一种,“理应列入戏剧范围”.文化部规定:凡全

场完全演出富有政治教育意义的评弹或其他曲艺节

目,可经当地人民政府或其所指定之文教机关审查

后,比照戏剧、影片按原定税率减半征收特种消费行

为税,新旧杂演者不减.[７]１１,１３文化部将评弹列入«特
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的适用范围,明确“富有政

治教育意义的”新评弹才能享受税额减半的优惠,为
推动评弹革新提供制度保障.此后,上海市文化局

经与财政局协商后达成一致:书场税额减半和票价

变更需得到文化局证明后,才能到财政局申请办

理.[７]２０Ｇ４１政府不仅通过控制票价,降低市场调节的

风险,加强宏观调控,而且借助“税额减半”的政策,

促进新评弹的发展.年底,上演新书的书场“在市区

占十分之九,说旧书或新旧书兼唱的只十分之一;郊
区说旧书的也是此数”.[８]５沧洲书场演出新编作品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享受“减税百分之五十”的优

惠,“票价因之降低”,结果“连日客满”,“团体订票极

为踊跃”,卖座上佳.[９]书场推出新评弹,获利丰厚.
为了支持艺人说新书,书场同意增加３％的新书创

作费,而艺人又要求增加五角到一元的车资,“这种

现象逐步扩大”.到１９５３年,场方要求艺人特殊拼

档,故提高拆账比例达一倍半以上,其他艺人也要提

高比例,次年书场开支大增.场方与艺人的拆账比

例呈现逐步攀升的趋势,造成书场“难于维持”,要求

公会调解.[３]１６Ｇ１７此处的公会是指上海市戏剧商业同

业公会(以下简称“戏剧公会”).

１９５４年,戏剧公会调查了书场与艺人的拆账情

况,情况如下:去年夏,黄异庵、杨振雄数档在美高美

书场因弹唱事件多而多得拼扦,祝逸亭、徐翰芳双档

在大沪及新乐书场,应当时困难而拼档,“亦多得拆

扦”,此后艺人提出“响档开讲,场须贴扦”.为争取

响档,书场盲目竞争,形成暗贴现象,演变为一般艺

人普遍要贴扦,“另加二成、三成、五成,甚至有要另

加一倍到一倍四的,大有要请艺人非贴扦不可之

势”.[３]２４公会的书场会员要求召开书场组同业会

议,商讨艺人贴扦和书场盲目竞争的问题.公会也

认为有开会之必要,若不及时解决,恐起更多纠纷.

７月１４日,公会召集贴扦较多的１３家书场召开预

备会,提出修正意见:第一,贴车资只能在特殊时期

(如业务清淡时)、特殊地域(如离中心区较远的书

场),经协商,方可实行;第二,农历七月初一(阳历

８月１０日)为取消贴扦之截止日期;第三,３００只座

位以下的书场,书场拆扦比例的范围是３３％~３５％,
统一演出时间,顾及头档与送客的特殊情况;第四,
建立业务组“加强领导”.[３]２５Ｇ２６前三项从经济上约束

书场与艺人行为,第四项在组织上保证前三项顺利

推行.同时,进行细化:对于３００只座位以上的书

场,“贯彻原有的三成三拆账制度”,选举吴载扬、陈
冶文、高尚德等１１人为业务组委员以加强领导.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７日,吴载扬、陈冶文、高尚德三

人来到评弹协会,将取消贴扦等事宜交与协会的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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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伯、杨斌奎、林再功三人.顾表示赞同,提议由协

会操作;杨虽同意,但希望将拆账数额提到３５％;林
未表态.２１日,吴、陈、高等人再来征求意见,却遭

林的责备:“贴扦是你们同业造成的,现在弄得不可

收拾,要我们来协助办理,我们是决不参与其事的,
现由你们自己造成,应由你们自己去解决.”但顾表

示:允许戏剧公会推行新决议.当日吴、陈、高到文

化局,向局领导王希仁陈述取消贴扦事宜,王表示

“暗贴是不合理的”.三天后,吴、陈在公会上宣布王

希仁的指示:维持原有三成之拆账制度,取消暗

贴.[３]２８Ｇ３０至此,首次拆账风波以书场的胜利而告终,
但这并未提升其营业额.

１９５５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区私营书场营业额呈

下降趋势,原因是传统性的淡季,社会风气的转变、
票价问题、观众对演出要求的提高等.为了保证书

场的正常营业,戏剧公会统一书场票价,自３月１日

起施行.统一票价,保证书场在营业淡季的正常收

入,减少同行之间为争聘艺人而引发的盲目竞争,但
限制了艺人收入的提升空间.艺人则希望书场在票

价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贴扦”,于是前已平息的

“暗贴”风波,悄然兴起,只是“情况并不普遍”.[３]１７

在免征文化娱乐税后,艺人的分拆部分由原来的三

成或三成三(其中的３％为新书的创作费),提高为

３７．５％.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司合营后,艺人继续提出

暗贴要求:“‘贴扦’数额高达４１％,若包括免税部

分,则达４５．５％,中小型书场‘贴车资’有达三元之

多,三角五角者为数众多,情况亦极普遍.”[３]１７Ｇ１８于

是第二次拆账风波出现了.
面对水涨船高的“贴扦”要求,上海市戏剧演出

公司(公私合营后,“上海市戏剧同业公会”改为“上
海市戏剧演出公司”,以下简称“戏剧公司”)建议:拆
账方面,以座位多寡分档,即６００座以下的书场,固
定开支较低,艺员拆账部分连同免税在内为３７．５％,

６００座以上的,开支较高,艺员拆账 部 分 不 超 过

３７％,同时禁止贴扦、贴车资的不良竞争;业务方面,
希望能在全面宣传动员和统一领导下,对书场阵容

统一调配.[３]２０Ｇ２１

１９５７年初,在接到戏剧公司的报告后,文化局

认为艺人与书场的拆账比例应调整为４０％~６０％,
并勒令取消车费贴扦制度,同时批评少数艺人单纯

追求收入,不顾身体健康、艺术质量,多接场子的问

题,做出了“向书场业务组提出每档艺人最多安排四

面场子”的决定.[１０]１,６目的是调和书场与艺人间的

关系:将艺人所得由３７．５％提升为４０％,规定最多

接四面场子,保证了多数艺人有场子可做,适度增加

收入(对响档而言,可能降低);“取消额外的车费和

贴扦”的举措,减少书场开销,有其合理性.３月,上
海２５家专业书场实行四六拆账的办法.

在调整艺人与书场利益的同时,文化局建议实

行“联合聘请”制度,即由专业公司(２人)、艺术处

(２人)、上海评弹团(２人)、评弹协会(２人,后改为４
人)、书场职工(１(２人)组成新业务组,统一调度艺

人演出活动,改变自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书场业务组建立

以来一家独大的局面.“联合聘请”制度,有利于避

免“只有专业公司进行调度所造成的艺人与专业公

司关系恶化”现象的发生.然而戏剧公司并未接受

建议,负责人宗政文质疑:对于联合聘请制度以书场

业务组出面,是否要包括其他部门的问题,请再斟

酌.他认为业务组是搞好业务的联合组织,应由书

场熟悉业务的公私方经理和职工代表组成,任务包

括“(一)平衡书场艺人档次,联合聘请.(二)交流经

验.(三)贯彻思想领导,对不好的经营作风展开批

评与自我批评.”宗也建议可指定专业公司、艺术处、
评弹团等派代表组成核心组,“在内部关系上,业务

组受核心组领导”.[１１]１３宗氏计划将业务组(戏剧公

司领导)作为民间艺人与核心组(文艺处领导)的中

间桥梁,把调度书场与艺人的实权握在公司手中,使
核心组处于“宏观领导”地位.这样可以维持公司原

有权力,①但却使公司与艺人直接接触,改变了文化

局制定“联合聘请”制度的初衷,也为业务组与艺人

的冲突埋下隐患.
宗政文的关于“由业务组推行联合聘请制度”的

建议在得到文化局的认可之后,业务组继续掌握书

场与艺人的调度权力.该组按照文化局的规定,严
格执行艺人与书场四六分拆的比例,杜绝书场暗中

赠送车费及贴扦的现象,限制艺人多做场子的行为

(每天最多只能是四面场子),从而“达到了澄清混

乱”的目的.[１２]２８然而业务组并非铁板一块,自身也

问题多多:公司领导“旧作风严重,讲交情,偏重本单

位利益”;职工代表有消极因素,“反正业务组统一聘

请,有提意见的权利,要求过高,自己却不积极(的)
说法,因职工是拆账制,涉及本身经济收入,不满的

多”.[１３]３０艺人亦有不满:响档因场子安排不符合自

己要求而有意见,普通艺人因排不到大场子也有情

绪,水平较差者甚至得不到安排,于是艺人自由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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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与艺人的权力.



组织成档,“指明场子,否则不演出”.[１０]２８Ｇ３０业务组

的媒介作用荡然无存.
面对“私方经理和职工已暗中和艺人挂钩,造成

风言风语”,传说业务组将要垮台的压力,该组左支

右绌而难以承担.宗政文于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４日向文

化局提出取消业务组的建议:第一,取消业务组和联

合聘请方式,恢复“自由聘请”;第二,在端正场方经

营作风、解决书场矛盾纠纷、执行艺人拆账规定、调
度艺人所隶书场、批准外地书场聘请艺人的申请工

作等方面,希望戏剧公司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第三,
对于业务组的既定方针,继续维持.宗的建议可谓

“换汤不换药”,虽同意取消业务组,但仍要把“调配

书场与艺人的权力”控制在公司手中,特别是对于业

务组的既定方针———“部分书场请艺人的职工或私

方人员过去由企业支付的津贴在业务组成立后已宣

布取消”,“自由聘请后也不再恢复”,无形中承认了

业务组的成绩,造成既定事实,也使戏剧公司得以摆

脱一笔费用支出.[１３]３０宗氏的规划堪称完美,但计划

不如变化快.７月,光裕书场事件爆发,掀起“反右”
运动.[１４]１０３Ｇ１０６次年开始了针对民间艺人的整风运

动.政府绕过戏剧公司业务组的市场调节,直接对

艺人进行计划调控,促使收入固定化.

二、计划调控:固定收入的推行

１９５８年２月,由上海市文化局发起,在沪召开

“两省三市”(指江苏、浙江、苏州、杭州、上海)的整风

工作会议,相互配合,做好上海市评弹界的整风运

动.会议先由苏沪两地汇报评弹界现状———“大鸣

大放”时期已充分暴露和证明评弹界在政治思想、艺
术追求、生活作风上的严重资本主义倾向,急需开展

整风运动,时间为２—４月.会议还对民间艺人的拆

账制度、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规定.
在拆账问题上,会议认为:由于人民生活好转,

听众数量增多及拆账比例较高等原因,艺人收入持

续增加,高于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工资,造成了“艺人

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生活奢侈,艺术衰退

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人士的思想和评弹艺术正

常的发展”,因此开展整风运动,将高额收入调低:第
一,限定最高收入为５００元/月;第二,调整艺人与场

东的拆账比例,将艺人的分拆数 额 由 ４０％ 降 为

３０％,且“茶价方面艺人不拆分”;第三,重新开征娱

乐税.[１５]６Ｇ７文化局的决议是从艺人、政府、书场三个

角度来考虑的.从艺人角度看,第一,限定每月收入

不超过５００元,缩小艺人收入差距;第二,降低分拆

比例,减少收入来源,且早在１９５７年,文化局已要求

“在本市演出之评弹艺人每档日夜场最多各做二面

场子(每面不得超过７５分钟)”,[１６]１４使得“最高收入

每月不超过５００元”的规定切实可行.对于超过的

部分,艺人蒋云仙作了补充,“超过的部分,８０％上

交,这样对于响档,是吃亏的,自然不愿意多演”.①

从政府角度看,重开１９５６年已停止的娱乐税,
有利于从经济上调节收入,为“最高收入每月不超过

５００元”的规定提供法律依据.从书场角度看,降低

艺人分拆比例、“茶价方面艺人不再分拆”的规定,提
高场方分拆比例,并在茶价方面获利.艺人收入的

增长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１９５８年３月,上海评弹界开始内部的反坏斗

争,即发动群众对业界存在的坏人坏事进行批判.

６—１８日是第一阶段,处理了顾宏伯、何学秋、赵兰

芳、王荫春、朱小祥等艺人,群众情绪高涨.下旬,进
入第二阶段.２６日,在仙乐书场召开审判反革命分

子洪碧君的大会,判处其１５年徒刑.群众表示“衷
心的拥护”,艺人也“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大

课”.何芸芳说:我在评弹界“登(即工作)了近三十

年哉,总以为评弹界顶多是腐化事体”,没想到会有

洪碧君这样的特务反革命存在,“真是大吃一惊”;江
玉珍批判评弹界“此山无虎”、“清水衙门”的右倾思

想,表示要提高警惕.[１７]１Ｇ２评弹界的整风运动,肃清

了各种“坏分子”,整肃了艺人思想,为文化局进一步

调节高额收入奠定思想基础.

４月,文化局通过调查发现:艺人收入仍大大超

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响档的过高收入对

自身带来不良影响,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一
味追求享受,造成生活糜烂,迷失方向,不想为工农

兵服务”等现象.[１８]２０对此,蒋云仙曾讲,“当时,我单

干,收入非常高,每天１００块,一个月可以买一栋房

子,是评弹界女艺人当中最高的,这个连北方曲艺界

都知道”.② 因此,除恢复征收娱乐税外,文化局又

作补充规定:重申原有制度,即每天每档最多做“日
夜各二场”,每场不超过７５分钟,超过也按二场计

算,从所隶书场数量和演出时间上,限制过高收入;
对于高收入艺人做的一、二级书场,拆账比例降为

３０％,对于中低收入的第三级书场,拆账比例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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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对蒋云仙所做的访谈.访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４日下午,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资料来源于笔者对蒋云仙所做的访谈.访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４日下午,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３５％,从所隶书场拆账上降低较高收入,提升较低收

入,对于说新唱新的艺人,“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艺

人拆账比例可提高５％~１０％”;艺人不分拆茶费,

对广告宣传费和冷暖气费,按比例分摊,且住房费、
水电费艺人自己负担.[１８]２０Ｇ２１从整体上限制艺人的

过高收入,效果显著,见表１.

①　说明:a)“艺人级别”指评弹界就民间艺人的艺术与卖座评出的级别;b)“新制度艺人收入占旧制度的百分比”指的是:新拆账制度艺

人每月每档的平均收入占旧有拆账制度艺人每月每档的平均收入的百分比;c)第四级大多是二档合演或单档演出,第五级都是单档一人演

出.资料来源: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上报«上海市评弹艺人拆账比例方案»的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１９５８,档案编号:B１７２Ｇ４Ｇ９２６．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对糜隽逸所做的访谈,访谈时间: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下午,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文苑楼１３０３室.

表１　整风时期的新旧拆账制度下评弹艺人的演出与收入对照表①

艺人
级别

人数
/人

每天演唱
场数/场

书场级别
旧有拆账制度每月每档

艺人平均收入/元
实行新拆账制度后,

艺人每月每档平均收入/元
新制度艺人收入占
旧制度的百分比/％

１ ３３ ４ １或２ １１２８ ６５１．９８ ５７．８０

２ ３３ ４ ２ ６０７ ３２７．７８ ５４．００

３ １０８ ４ ３ ２５０ １５７．５０ ６３．００

４ １３２ ２ ３或４ １５０ １３９．５０ ９３．００

５ ４２ １ 小茶馆 ６０ ５５．８０ ９３．００

　　民间艺人的收入是分层次的,高收入的１~２级

艺人,共６６人,占总数的１８．９７％,新制度对其影响

最大,收入降低一半多,中层收入的３级艺人,共

１０８人,亦受较大影响,收入只及原来的６３．００％,底
层的４~５级艺人,每天所隶书场还不满４场,新制

度对其影响最小,收入仅降低了７％.新制度还规

定:对于说新唱新的艺人,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拆
账比例可提高５％~１０％.这样,一方面,艺人只要

说唱“政治性、艺术性较高的剧目”,并得到文化局认

可,便可提高拆账比例达４０％~４５％,从经济上推

动评弹艺术的革新,另一方面,需“经文化主管部门

批准”的规定,加强对艺人的管理,为深入调节过高

收入奠定领导基础.
夏季,“大跃进”运动兴起,评弹界开始从组织上

巩固整风成果,即通过创办试验田的方法,将艺人组

织起来.８月,在思想上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方针,有百余位艺人“要求领导种‘试验田’,”[１９]

不久,两块“试验田”建立,即红旗评弹队、解放评弹

队,并在江浙巡回演出,搜集材料进行创作,积累了

现代中篇、短篇５０部以上,展示了组织化的优越性,
由于演出新书,拆账比例较高,因此“只有走向集体

化,才能组织民间艺人更好的贯彻党的文艺方针”,
同时,组织的优越性教育了民间艺人,“要求组织起

来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２０]２Ｇ３最终,评弹队扩充为

十个,总人数达“艺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百”.[２１]３

十个评弹队的组建是评弹界在组织上的一大进

步,但只是“形式上组织起来,经济制度仍以个人为

主”.[２０]７这种经济制度被称为“死分活拆”,即书场

演出,场东和艺人确定听客人数和演出费用及超出

人数的拆账比例,如１００听客５０块,若听客人数在

１００人及以下,场东支付艺人５０块,若在１００人以

上,如１０５人,则将多出的５人,按比例分拆.② “死
分活拆”是在原有拆账制度基础上的初步修改,与单

干时期有一定区别,虽说都是拆账,但毕竟有了“死
分”的部分,体现一种收入固定化的趋势,该趋势在

评弹队转为评弹团后,得到进一步加强.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评弹队各队长召开会议,计划在

次年年初成立两个“新国营民间评弹团”,即长征评

弹团、先锋评弹团,由评弹整风工作组向文化局提交

报告:运用集体力量,调动积极因素,更好地贯彻党

的文艺方针,促进评弹事业的发展.为了完成任务,
保障艺人基本生活,两个团抛弃评弹队的“死分活

拆”制度,实行固定工资.工资制度能否做到与艺人

的艺术水平相适应,“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是分步进行的:在评弹队时,实行“死分活拆”
的浮动收入,后来结合艺人水平和上海的生活水准,
将“基本工资和跃进津贴相结合”,并找了几个有代

表性的艺人作参照,将团的大帐与群众细账相结合,
促使艺人“自觉接受这个方案”.[２２]６关于“几个代表

性的艺人”的工资情况,见表２.
较之１９５９年每月平均收入而言,建团后蒋云仙

等九位艺人的实际收入都减少了,但幅度不同,最高

的蒋 云 仙 减 少 １４．１０％,最 低 的 杨 缙 祺 仅 减 少

２．７０％,即收入越高,入团后降低越多,反之亦然,这
样可以调节过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所带来的两极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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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明:a)１９５９年每月平均收入是总收入除去２０％上交协会,１０％队内留用作基金,再以１０个月的收入作１２个月的支出求得的(因今

后二个月下乡一般是没有收入的,而实际收入只有十个月);b)建团后的固定收入是１９５９年总收入的５０％(个别人员根据收入偏高或偏底而

有更动).跃进津贴是固定收入的２０％,是１９５９年总收入的１０％,因此合计(即实际收入)系１９５９年总收入的６０％.除去总收入的６０％外,尚

有４０％,其中２０％上交协会,１０％留作队内基金,５％作１９５９年上交的娱乐税(上海市区收１０％,郊区４％,外地也不到１０％,因此５％是作年均

数计算的)另有５％留作新建团办福利,如医疗、劳保等.资料来源: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建立二个民间评弹团的请示报告[A]．上海:上海市档

案馆,１９５９,档案编号:B１７２Ｇ１Ｇ３５８．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对蒋云仙所做的访谈.访谈时间: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下午,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表２　１９５９年底长征评弹团、先锋评弹团部分艺人收入情况统计表①

姓名 所属评弹团 行档类型 所隶书场 １９５９年每月
平均收入/元

建团后每月计划收入/元

固定收入 跃进津贴 合计

蒋云仙 长征 单档 大型 ３９０ ２８０ ５５ ３３５
周剑萍 长征 上手 大型 ２７２ １９０ ３８ ２２８
潘文秋 长征 上手 大型 ２０４ １４０ ２８ １６８
张文倩 长征 上手 中型 １３７ １００ ２０ １２０
陆君卿 先锋 上手 中型 １２１ ８７ １７ １０４
吴静芝 长征 下手 大型 １７７ １２５ ２５ １５０
王文君 长征 下手 大型 １５３ １１０ ２２ １３２
浦曼莉 长征 下手 大型 １００ ７５ １５ ９０
杨缙祺 先锋 下手 中型 ７４ ６０ １２ ７２

　　由单干到评弹队、由评弹队到评弹团,艺人的总

体收入大大减少.由单干到评弹队,艺人需要拿出

总收入的３０％上交协会和队内留用基金,且每年两

个月下乡,无收入,实际只能干十个月,收入第一次

降低.由评弹队到评弹团,是第二次降低.在此以

蒋云仙为例来说明(由于“个别人员根据收入偏高或

偏底而有更动”,此处计算只取范围约数).因为“固
定收入是１９５９年总收入的５０％”,跃进津贴是１９５９
年总收入的１０％,蒋云仙的固定收入为２８０元,跃
进津贴为５５元,因此她１９５９年总收入为５５０~５６０
元,而这是演出十个月的收入,若改为单干时期的十

二个月计算,其实际收入应为６６０~６７２元.因此在

由单干到评弹队的转化过程中,不仅只能做十个月,
且需上交的费用(包括交给协会部分和队内留作基

金)比例共计３０％(即１６５~１６８元),总共减少２７５~
２８０元,减少比例约为单干时期总收入的４１．６７％,
实际到手的仅为３８５~３９２元.由评弹队到评弹团,
在只能做十个月的前提下,建团后还需上交的费用

(包括交给协会部分、队内留作基金、娱乐税、留作福

利部分)比例为４０％,即２２０~２２４元,因此实际到

手的收入为３３０~３３６元.经过两次收入的调整,蒋
云仙的收入降低了５０％.其他艺人也是按照“高收

入多降低,低收入少降低”的原则,相应调整,但减薪

工作并未停止.另外,两个评弹团的艺人实际收入

及上交费用均由其演出收入承担,政府并不贴补任

何费用,还要征收娱乐税.

经过反右倾,１９６０年,评弹整风工作组向文化

局提交第二份报告,将１０个评弹队改为五个评弹

团,性质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直属局领导.五

个团的工资仍采用基本工资与跃进津贴相结合的方

式,按照“各人的德才标准评定”,[２３]３９团的收入,除
交国税外,“工资部分最多不超过８０％,最少不得低

于５０％.剩余之款,应分别提为行政经费、公积金、
福利金等”.[２３]３７由于艺术水平较低,演出不经常,第
五团仍用“死分活拆”的方式.这是对“降低过高收

入,保证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原则的继承.五个团

中,第一团人数最少(仅３０人),但实力最强,每月平

均工资最高(全团５０００元),事业金提取率达１０％,
第五团人数最多(４８人),但实力最弱,每月平均工

资最低(全团２４００元),事业金不提,经济全部下放.
五个团的工资制度削减了高额收入艺人的工资数

额,如蒋云仙由原来的３３５元(见表２)削减到现在

的２９５元.她曾说,“其实,这个数,我也拿不到,因
为很多都上交了,最终落实 １４０,这个叫做‘刨头

码’,而我一直是头码”.②

新工资制度也考虑了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特
别是对势力最弱的第五团,艺人每月平均工资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例最高,达７５％,不提取事业金,帮助

其生产自救.另外,五个团的收入及上交费用(包括

事业金)均由艺人演出提供,政府不负担任何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艺人演出的总收入除去上交５％的

娱乐税外,主要用于支付艺人工资、事业基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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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福利费及奖励金等”,而五个团的工资是固定的,
因此随着演出收入的增加,五个团的事业金等费用

也会增加,政府征收５％的娱乐税也会增加,皆大欢

喜.即使演出收入减少,五个团的事业金等费用也

会减少,因为政府只是宏观领导,并不需要财政补

贴,因此不会增加预算,且仍能从演出收入中征收

５％的娱乐税.[２４]４４Ｇ４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

为“大跃进”运动后,开始“反右倾”,使“左倾”思想泛

滥,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逐步加强,１９６０年,正值三年

困难时期,才出现了政府既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又
不愿意承担经济负担的局面.１９６０年３月２日,长
征、先锋、星火、凌霄、江南五个评弹团在仙乐书场举

行成立大会.不久,由于人数众多,工作繁杂,文化

局将五个团下放到区,以加强管理力度,而工资制度

仍然照旧.至此民间评弹艺人固定收入的推进工作

顺利完成.这一状况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

转变.比如２０１２年,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根据«上
海市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

理办法»,制定«绩效工资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分配原

则,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劳多得、优质优酬,将
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工资包括岗位津贴和工作量津贴,按月

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与工作态度、工作业绩、工作

能力、实际贡献挂钩,按年发放.

三、结　语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间评弹艺人收入的变化,展
现的是由市场调节的拆账制向计划调控的工资制的

转变:传统拆账制度在解放后得以延续,艺人与书场

三七分拆的成规维持不变,后因市场繁荣,部分书场

为了能请到名家响档,增强竞争力,采用“贴扦”方式

进行笼络,直至演变为盲目竞争.为了平衡艺人与

书场利益,政府借助征收娱乐税、制订书场票价等措

施从经济层面进行调节,对传统拆账制度适度改良,
随着政策的收紧,又开展整风运动,进而推行新的拆

账制度———“死分活拆”,拉开了民间艺人收入固定

化的序幕.接着组建评弹队,创立评弹团,将艺人纳

入组织,极力削减过高收入,实现了由浮动收入到固

定工资的转变,并推广到整个评弹界.上海评弹艺

人收入的固化,反映了国家政策对艺人收入的影响,
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在一方面是“降低过高

收入,保证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原则的贯彻执行,是
塑造公平合理社会的一次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新政

权对评弹界领导权的掌握,目的是借助作为文艺轻

骑兵的评弹艺术,更好地宣扬党的政策、扭转民众思

想、巩固新生政权,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则体现在通过

集体组织的构建,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加强对整个社

会的改造,实现由传统社会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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